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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歷史學家的徐宗澤

*徐文華，武漢市第十二中學歷史教師，上海大學歷史學碩士，師從顧衛民教授。

徐宗澤在其從事的眾多文化研究工作中，對公教歷史資料的收集和整理佔有非常重要的份量。

尤值一提的是，當今學者在研究明清耶穌會士文化活動及近代天主教傳播情況時，都會引用徐宗澤

所編撰的兩部重要天主教歷史著作，即《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

這兩本書是徐宗澤借助於去歐洲留學接受神學哲學訓練的機會及其長期從事徐家匯藏書樓管理工作

的機會所編輯的，這使他的著作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同時也奠定了他成為中國近代較早開始研究

天主教史的教會歷史學家。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

該書由徐宗澤編著，於 1938年底由土山灣印書

館出版，其內容在《聖教雜誌》第二十五、二十六卷

中已刊登過。1990年10月，復旦大學、上海書店為

保存史料搶救文獻，決定從民國時期出版的約十萬

種圖書中選擇數千種輯為《民國叢書》。徐宗澤的兩

部教會史著作《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明清間

耶穌會士譯著提要》都列入其中。《中國天主教傳教

史概論》是一本通論性質的宗教史書籍，全書共分

十一章：〈開封猶太教〉、〈唐景教碑出土史略〉、

〈唐景教論〉、〈元代之聶斯脫里異教〉、〈羅馬教

廷與蒙古通使史略〉、〈明末天主教之傳入中國〉、

〈中國天主教──自利瑪竇逝世至明末〉、〈中國天

主教史──自清入關至康熙朝〉、〈雍乾嘉道時之天

主教〉、〈中國聖教史──自鴉片戰爭至今日〉、〈中

國聖教掌故拾零〉。從其章目我們可以瞭解徐宗澤

十分注重對中國天主教早期歷史的研究。

在閱讀該書時，我們會發現徐宗澤治學嚴謹，

博採眾長，注重史料收集的全面和準確。如在講開

封猶太教時，他引用的相關資料有張星烺的《中西

交通史料彙編》、陳垣先生的〈開封一賜樂業教

考〉；在講唐景教碑及唐景教史時，引用夏鳴雷司

鐸的《西安教碑》（法文版）、馮承鈞的〈景教碑〉。

其它一些主要參考書有：王治心編的《中國宗教思

想史大綱》、德禮賢的《中國天主教傳教史》、蕭若

瑟的《天主教傳行中國考》、高龍磐的《江南傳教

史》；此外，作者還引用一些報刊上的資料如《聖教

雜誌》、《彙報》、《聖心報》、《禹貢雜誌》等。

其實，徐宗澤在書中還引用了很多法文資料作佐

證，在此就不一一介紹了。該書史料運用的豐富和

翔實也得到學術界研究人士的認可，成為天主教史

研究的必看書目。著名史家王治心在其通史著作

《中國基督教史綱》一書中，對中國天主教研究也有

相當的篇幅，其第十二章〈禮儀問題的爭端及影響〉

後半錄自徐宗澤之《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第九

章。（1）早在20世紀初期，中國天主教會就興起了一

股注重中國文化建設的潮流（2），這一時期的研究成

果在很大程度上充實和豐富了徐宗澤的著述。

該書除資料運用、叙述方法上的特點之外，還

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便是他的教會叙述史觀。對於猶

太教在中國的興衰，徐宗澤認為：

嗚呼猶太教寺猶太教碑，至今不過為考古家

　 今宵冷燄燭幽微　故壘猶藏佛郎機　　“火舞迷城”系列．多媒體油畫布面　　（澳門）馮寶珠． 2007年△



176

文

化

作
為
歷
史
學
家
的
徐
宗
澤

文 化 雜 誌 2007

之憑弔而已，猶太人亦不自知其教義。蓋一賜樂

業教已失其宗教存在之性質。吾曰是不足為惜，

蓋猶太人所等待之默西亞既來斯世，而立定新教

矣；即羅馬公教。（3）

對於唐景教、元聶斯脫里教，徐宗澤從基督教正統

教義角度出發認為它們是異教   　

吾謂景教不必紀念；蓋景教謂耶穌有二性二

位：天主性，天主位，人性人位，聖母非天主之

母親，此異端道理也。此異端寄生於中國，不即

消滅，為聖教之傳揚不特是一阻礙，且為信德之

一致，是一擾亂，景教之絕跡於中國，實天主上

智之安排也。（4）

對於教案的發生原因，徐宗澤認為：

原教案之發生，由於雙方之誤會，彼此之

隔膜，愚民無知，妄聽謠言，而禍患起矣。（5）

故教案者實為民教之不幸事件，而吾天主

教固清潔自守，而不知已被人嫁禍而蒙其害

矣。（6）

這些教會立場的言論出現在一本歷史著作裡，在當

時的非教會學者看來，是不可理解而且會認為是非

常錯誤的，必然會引起當時學者的反感。 1939年 9

月的《圖書季刊》就有一篇很不客氣的評論，認為：

其叙天主教之傳播，則口口聲聲，曰天主上

智之安排，曰聖徒在天禱祝之功效，純屬宣傳之

口吻，叙述史事者所忌也。結論數面，完全宣

傳，更可不必。（7）

這些表明了徐宗澤堅持一種教會史觀，是站在教會

立場來進行叙述的，與當時興起的一些關注教會史

研究的學者，如陳垣、張星烺、馮承鈞、向達、方

豪等的學術研究路向不同，作為徐家匯耶穌會培養

起來的一代天主教智識分子，徐宗澤身上體現了較強

的護教色彩，其思想比較保守，這在一定程度上成為

他與當代社會學界間進行溝通的阻礙。

對於明清耶穌會士在中國天主教傳教史上所形

成的輝煌歷史，徐宗澤是非常贊賞的。對於利瑪

竇、徐光啟的文化傳教政策，徐宗澤認為，學問的

作用 “在人們的悟司上曉示以真理，於是欲司動而

欲之；故其力量，和緩而固定。”“是從本性的學

問，引人歸到超性的學問。”（8）徐宗澤更多是從傳

教策略方面來贊賞明清耶穌會士們的“文化傳教政

策”，至於利瑪竇與徐光啟為加強中西文化間的融

會所做的努力，並沒有展開深入的討論。在分析中

西交通史上著名的“禮儀之爭”時，談到耶穌會士們

關於中國傳統的敬孔祭祖之事看法的分歧，徐宗澤

認為，利瑪竇之所以允許中國教徒們參加祭祖，同

意考生考中後入孔廟行禮，“原利子之所以許可

者，亦不過從權，暫時之處置而已。”（9）而事實上

利瑪竇所實行的文化傳教政策，是出於對中國文化

的尊重與理解，是真正適合當時中國實情的傳教政

策，與當時多明我會傳教士反對祭祖敬孔的做法不

同，利瑪竇努力在中西文化之間找到一種調和，而

這種方法也絕非權宜之計。（10）作為教會史研究者，

徐宗澤看到了利瑪竇所創傳教方法的成功之處；但

當時教廷關於“禮儀之爭”尚未解禁，徐宗澤祇能站

在教會的立場上對這一事件做出解釋，這反映了他

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和宗教徒的矛盾。

《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

作為耶穌會士，徐宗澤對於明清耶穌會士著作

的收集工作非常積極   　

或為中文著作，或為當年之木版本，或為手

抄本，或為自世界各大圖書館影得之珍本，如土

山灣排印本徐氏《庖言》，及交商務印書館印行

之《名理探》十卷本，皆為徐宗澤所得珍本。（11）

而《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是徐宗澤於 1940年

為紀念耶穌會創立四百年而編著的， 1949年由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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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局出版。該書共十卷，卷一為緒言，對“明末耶

穌會士輸入之科學”、“西士所著書之分類”、“羅

明堅之天主聖教實錄”、“利瑪竇之天學實義”、“西

士所著書影響於中國整個學術”、“西士輸入科學方

法之影響”、“西士所著之宗教書”、“西士與華士

著譯書籍”、“西士所編譯書之文理”、“華儒潤色

西士之書籍”等十個問題進行了簡要論述。作者認

為，明清時期從西方傳入的很多關於天文學、地輿

學、火器學等方面的書籍，對中國整個學術都有影

響，使人們開始注重以科學之方法研究學問，所討

論的問題皆為切實有用之學。關於書籍的翻譯，作

者講述了西士與華士在艱苦的條件下克服重重困難

翻譯西書的過程，以及中國智識分子潤色外來書籍

努力使譯文符合原著精神的情況。

從第二卷至第八卷，作者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法，分為聖書、真教辯護、神哲學、教史、曆算、

科學、格言等七類；在這七卷中作者摘錄了各類書

的序言，便於讀者瞭解所錄書的寫作宗旨、內容簡

介。這七類書中關於“聖書”、“真教辯護”這二類

書的序言內容比較多，其它五類相對而言較少；在

“科學類”中錄有艾儒略、楊廷筠、東海許胥臣為

《西學凡》所作的一些言論，這些都是研究中西文化

交流的重要資料。作者收錄的這七類書的序言成為

該書的主體。

 第九卷為譯著者傳略，收錄了從明清開始約七

十位來華的外國譯者。這些略傳包括作者的中外文

名字，生卒年月，國籍，在華經歷，所譯著書籍，

以及這些書籍的出版時間、地點等，內容較為詳

細。這些是徐宗澤從費賴之司鐸所著之 P f i s t e r ,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一書之中摘編各譯著者之傳略而成。（12）近

代研究明清耶穌會士資料的豐富在客觀上也便利了

徐宗澤的編著工作。

第十卷為徐匯、巴黎、梵蒂岡圖書館書目，它

們是：

一、《徐匯書樓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

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共四百零五種。徐家匯

藏書樓的藏書是江南耶穌會重建之後，會士們刻

意收集的，較多的是重刻本和照片翻拍本。二、

《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

公教學者譯著書目》，收錄較多，為七百三十一

種。巴黎耶穌會省是本會重建後，負責向中國傳

教的會省，許多中國文獻被集中到那裡，因此還

有不少中文著作，特別是一些早期的中文手稿和

刻本，在明清時就被作為檔案送到總會。三、

《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

教學者譯著書目》，收錄羅馬教廷圖書館的中文

著作。收錄時刪除了重複書目，留下的是重要的

文獻和手稿書目，共一百六十九種。（13）

這些是徐宗澤神父利用在巴黎和羅馬攻讀神學博士

的機會，又利用他當任徐家匯藏書樓館長的條件統

計的三種書目。這些書目雖然比較簡單，卻是徐宗

澤成為較早關注梵蒂岡漢籍文獻的中國學者之一，

具有較重要的開創意義。徐宗澤於 1927年 4月 25日

致陳垣函稱：

北平圖書館自袁先生回來後， 亦曾寄下華諦

岡圖書館書目，惟查各書，敝處〔指徐家匯藏書

樓〕都有矣。（14）

對巴黎國立圖書館和梵蒂岡圖書館所藏中國文獻重

視比較早的有王重民（15）、向達（16）、方豪等，他們

都利用去梵蒂岡圖書館的機會，收集與中國歷史相

關的文獻。在國家動盪不安而很少人注重典籍收藏

整理的年代，像徐宗澤這樣的天主教智識分子在收

集明清耶穌會譯著資料方面所做的這些努力，極大

地便利了後人研究中國基督教傳播歷史及東西文化

交流史。

對於這本書，有學者從著譯圖書的學科類型來

分析西學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情況，如 1996年 6月

《四川圖書館學報》上發表的〈從《明清耶穌會士譯

著提要》看中西學術交流〉一文；還有學者從對明清

西學譯著文獻的翻譯特色角度來研究該書，如《江

西社會科學》2004年 5月刊登的〈論明清之際耶穌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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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譯著文獻的翻譯特色〉一文，作者宋巧燕得出這樣

的一些結論：

譯著活動主要由傳教士和我國學者合作完

成；翻譯以“達意”為主要原則；文獻編譯融合

中西，中方學者取捨標準視其能否經世致用；譯

筆風格多樣，不乏佳作。

還有學者這樣分析該書   　

這是唯一一本中國天主教文獻目錄學專

著。（17）

以上這些文章從不同角度通過分析該書透視明清時

期耶穌會士來華傳教的情況，這一點可能是徐宗澤

在編輯該書時也沒有想到的。

徐光啟研究

徐光啟（18）是晚明著名科學家，他與李之藻、楊

廷筠被稱為晚明中國天主教的“三柱石”。徐光啟讚

同和參與了利瑪竇等人提倡的學術傳教思想，他們

以和平、平等的傳教方式開創了天主教在華傳播史

上的一個高峰。明清耶穌會士不論是在中西文化交

流史上還是在天主教的傳播方式上，都作出了巨大

貢獻，成為後人研究的熱點。徐氏家族自徐光啟開

始成為上海望族，其後人多從事朝廷文職工作；到

了徐光啟第十一世孫徐允希即徐宗澤的叔叔始為神

父，徐光啟第十二世孫徐宗澤也為神父，徐宗澤胞

侄徐懋禧亦為神父。也許是因為受家族先人的信教

傳統影響，也許是因為作為一個天主教智識分子的

責任要求，近代徐氏後人都非常關注徐光啟的資料

收集及其研究工作的開展。

據歷史學家方豪回憶   　

光緒二十二年（1896），李問漁神父杕編印徐

文定公集四卷；三十四年（1908），文定公十一世

孫允希編增訂徐文定公集五卷，次年鉛印問世。

民國二十二年為文定公逝世三百周年紀念，徐宗

澤神父又增訂一次。五十一年，值文定公誕生四

百週年，徐神父胞侄懋禧在臺北影印者即此本。

民國二十八年，徐神父又作增訂，曾將校

樣寄昆明託余複校，余告以明崇禎十一年

（1638）陳子龍刊行明經世文編內有徐文定公

集，選有遺文三十三篇，可採用。但此一增訂

本，迄未發行。（19）

徐宗澤對於徐光啟及李之藻等明清耶穌會士資料的

收集真可謂盡心盡力，不厭其煩，這一點我們可以

從徐宗澤與馬相伯、陳垣、方豪等的大量來往書信

中體味之。為了盡量減少徐光啟文集編輯的錯誤，

一方面近代學人努力尋找資料的原本，如 1862年是

徐光啟誕生四百週年紀念，當時王重民正在為上海

中華書局重新編校《徐光啟集》，希望恢復到明本的

文字之舊，所依據的材料中就有徐允希、徐宗澤所

據家藏祖本之明鈔本《徐文定公奏疏》三冊，及徐宗

澤在巴黎圖書館攝影的明刻本《徐氏庖言》。（20）另

一方面，學界人士間書信往來頻繁，互通各人收集

資料的情況，以求資料收集得更準確更全面，徐宗

澤寄給陳垣的書信中曾談到：

先生今春寄下之續訂徐文定公集目錄上，有

卷三、五、六中數篇，為敝處所未有。如蒙託人

抄錄惠下，不勝感激。澤刻在續印文定公集，如

蒙公准加上，尤為欣幸。

徐文定公著有《毛詩六帖》，聞羅振玉先生

抄有是書，不知仗先生鼎力能設法覓到否？（21）

總體來看，徐宗澤關於徐光啟的編纂工作有：《增

訂徐文定公集》、《徐文定公逝世三百年紀念彙編》

（土山灣印書館 1934年 4月）、《影印徐氏庖言》；

未刊稿有：《再增訂徐文定公集》、《徐文定公傳》。

除了對徐光啟的思想進行整理外，徐宗澤還利用他

作為《聖教雜誌》主編的機會組織一些紀念活動來擴

大徐光啟的影響，喚起人們對這位明末偉大的教會

人士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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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是徐光啟逝世三百週年紀念，徐宗澤在

《聖教雜誌》上發表社論〈開教肇慶建堂三百五十週

奉教閣老去世三百週〉，在 1933年第 2期上該雜誌

又刊登了陸公徵祥提議徐文定公列品之請求書   　

（⋯⋯）受到國內外同道同志的贊許，同時

南京教區主教惠濟良也積極支持，議決由《聖

教雜誌》社出一《徐上海專刊》編印《文定公徐

上海傳略》及出版由巴黎國立圖書館影印以歸

之《徐氏庖言》，而陸徵祥提議將增訂之《徐文

定集》增補重印巾箱本。宗教典禮方面，議決

於徐光啟逝世日開一追禱大會，柬請中西政商

學界參與典禮，惠濟良主教發出中法文請柬。

當日社會各界名流都有到場，上海各大雜誌報

刊對此事也都有報導，南京中國天文學會所出

之《宇宙》雜誌，及鍾山書局出版的《國風半月

刊》，天津《北辰雜誌》均出專號，徐家匯匯師

中學《我們的教育》社亦特出《徐文定公三百週

年紀念論文》。（22）

徐宗澤編著的《徐文定公逝世三百週年紀念文彙編》

（聖教雜誌社，1934）一書，包括了眾多社會名流發

表的文章，其中既有著名的教會人士張星曜、黃

節、馬相伯、徐景賢、張百祿等，也有竺可楨、向

達、潘光旦等教外人士參加。這次紀念會可謂意義

重大，對於天主教會來說，徐光啟是中國天主教史

上貢獻卓著的教士，陸徵祥等人向羅馬教廷提出的

關於給徐光啟列品的請求，顯示了近代中國教士們

希望通過弘揚歷史來提高中國天主教信徒在羅馬教

會中的地位，是一種自我意識的覺醒，是 20世紀初

中國天主教本土化運動開展所取得成果的一個表

現。

徐宗澤認為徐光啟一生有三事業：“篤信公

教，渡進科學，熱心救國。”對於徐光啟是否真正

篤信公教這一點，一直以來“某些中國近現代學者

對他皈依天主教的真誠性表示懷疑，國際上也有一

些類似的看法”（23）。更何況20世紀初的一些學者們

呢？黃節在〈徐光啟傳〉中曾這樣寫道：

蓋陽尊其教，而陰取其象數之學，以為己

用。彼教士之傳其藝學，如是其慎，光啟匪奉

教，曷蘄其傳，則其對於教宗所以信服而圖益者

可見已。  （24）

對此，徐宗澤作為編者認為：“此說未免誣光

啟，失實。”徐宗澤是站在教會立場來看待徐光

啟的宗教信仰的，認為他是虔誠的天主教信徒，

所以不容許別人對徐光啟信仰有任何懷疑。對於

徐光啟的“渡進科學，熱心救國”，這兩點是得到

教內外人士一致贊同的，在中國民族危機加深，

智識分子積極尋找各種救國理論的時代更具有一

定的現實意義。

吾人際此東北淪亡，國難日亟之秋，紀念此

一有明一代之大人物，為中國近代文化上之先知

者，應如何激勵奮發，勉承先賢禦侮抗暴，科學

救國之英武精神，以發揚光大之耶。（25）

我國雖由光啟於三百年前提倡科學，但吾人

試觀今日之成績，則實堪痛心。（⋯⋯）至於應

用方面，非但無重大之發明，抑且少精確之倣

造，自國防利器，以至日常用品，無不仰給外國

輸入，而一般社會缺乏科學常識，尤非二十世紀

所應有之現象。（26）

借古人的精神來激勵近代國民的科學精神、愛國熱

情，這一目的在近代學者中也有很多回應者，如梁

啟超、胡適等。對於非天主教信徒來說，徐宗澤曾

談到   　

當今教外學者中，有不少喜歡研究明末清初

耶穌會士傳入之科學，因而同情於公教者，不在

少數。（27）

這說明中國天主教智識分子們也希望努力擴大公教

在社會學者中的影響，來提高公教在文化界、思想

界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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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澤與徐家匯藏書樓

徐家匯藏書樓是耶穌會於 1847 年在徐家匯營

建的一座藏書樓，分為上下兩層，上層主要貯藏希

臘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等名貴西文

書籍八萬冊。據 1993年出版的《上海圖書館西文珍

本書目》的介紹，上海圖書館目前收藏的西文珍本

書籍，相當一部分來自徐家匯天主教藏書樓。下層

專藏中文書籍，有徐宗澤神父從各地搜集而來的省

府廳縣誌，有各省名貴碑帖等十二萬冊，誌書二千

一百餘種以及各種古幣等文物。據徐宗澤神父遺著

《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明清間教會書目》，可知

該館藏有明清以來耶穌會士和中國教徒所撰的教理

和教史著作數百種，其中有《天主實義》、《畸人

十篇》、《三山論學記》、《聖經直解》、《主經

體味》、《彌撒經典》、《主制群徵》、《主教緣

起》、《超性學要》、《名理探》、《徐氏庖言》等

名著。（28）

徐宗澤自從留學歸國回到徐家匯以後，便一直

擔任徐家匯藏書樓館長一職直到逝世。徐宗澤在擔

任館長期間整理出〈徐匯書樓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

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共四百零五種，收

錄在《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一書後面。徐宗澤

所列書目中很多珍貴的書籍在新中國建立前被國民

黨帶到了臺灣，“攜至臺灣的天主教圖書，是以‘徐

宗澤目錄’所收為基礎，配了藏書樓一些方誌和其

他善本而成。”（29）隨着人們對教會史研究的日益重

視，徐家匯藏書樓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所發揮

的重要作用也開始被重視起來，而徐宗澤在擔任館

長期間所整理出的書目為人們瞭解 20世紀中之前藏

書樓的藏書情況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徐宗澤擔任館長期間，一直希望把藏書樓對外

開放，實行現代化圖書館的管理方式，希望通過這

樣一個文化機構吸引更多學者對於公教文化研究的

興趣，但這一建議一直沒有得到教會的採納。教外

人士想進去查資料都是被禁止的，但徐宗澤利於其

職務之便私底下仍然支持一些學者去藏書樓查資

料。上海著名的科學技術史專家和古文獻學家胡道

靜在回憶上海通誌館的創建經過時，曾談到   　

當時上海收藏各種中外文報紙最多的是徐家

匯耶穌會修士院裡的天主堂藏書樓。這所藏書樓

在解放後歸上海圖書館管了，但當時它是耶穌會

修士院的圖書館，平時祇有在修士院裡做學問的

修士、司鐸才能進去，對外根本不開放。由於我

知道那裡有許多有關上海地方史的藏書、報紙，

於是我就想方設法去找天主教方面的關係，結果

終於找到了。原來，館長是位天主教的司鐸，是

中國人，姓徐名宗澤，教名 Joseph，並根據教名

的法文讀音取了個字，叫若瑟，是明朝大科學家

徐光啟的後代。因為我事先知道他是徐光啟的後

代，當時正在重編他祖先的集子《徐文定公集》，

而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對徐光啟的科學名著《農

政全書》用過一點功夫，於是一開始就與他談徐

光啟的書，他很是高興，一下子就變得投機了。

我說，我曉得藏書樓裡有許多有關徐光啟的書，

想進去看看。他說可以，但下不為例。我想，能

進去一次摸摸情況總比關在牆門外好，於是就去

了。在那裡，我一下子看到許多上海的誌書。當

時，通誌館收藏的上海誌書祇有《同治上海縣誌》

和《上海縣續誌》，而這裡不僅有清代康熙年間的

縣誌，清代嘉慶朝的縣誌，而且甚至還有明代萬

曆時的縣誌。那麼舊報紙放在哪裡呢？突然，我

看到擺放地方誌的對角書架下堆着許多報紙。於

是，我就對他講，我對上海出版的報紙也很有興

趣，想來看看，特別是天主教辦的報紙。這樣一

說果然有效，他高興地同意了。於是，我從此就

成了這家修士院圖書館的特殊讀者。當時，修士

院外面不遠的地方有裁縫店，裡面長年有幾個裁

縫在做衣裳。去修士院必須經過店旁的一扇門。平

時，那扇門關着，祇有當修士院裡的人來了，店裡

的裁縫才會撥動機關把門打開。至於其他人，他再

招呼，他們也不會睬你。由於我與徐宗澤的關係搞

好了，徐宗澤就吩咐看門的裁縫，如果我去的話，

可以放入。於是我每天都可以進去了。當時，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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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裡的修士可以把書借回去看，而我祇能坐在地上

看。後來日子長了，修士就借給我一張桌子、一把

椅子，我總算可以坐着看書了。回首當時，生活真

是已變得神秘不堪。就這樣，我斷斷續續約去了一

年，主要是摘抄有關報紙的史料。後來，我與徐宗

澤講明我是通誌館的人。（30）

這是一段簡短的回憶錄，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徐

宗澤對於當時中國文化事業的積極支持。

徐宗澤在擔任藏書樓館長期間積極收集方誌，

《聖教雜誌》上刊登過〈收買誌書通啟〉：

逕啟者，敝處收集各省府廳州縣誌書，已得

千數百部，惟所缺尚多，對於東三省、新疆、雲

南、貴州、廣西、四川省，尤屬寥寥無幾，各省

諸位司鐸及先生，如蒙代搜，不勝感激。若得此種

誌書，請將書名卷數冊數纂修人姓名，刊印年日及

書價，開單見示，所缺誌書單目，請檢閱上年本誌

第三期。（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啟）（31）

關於民國方誌的收集工作，其實在辛亥革命後就有

一些學者開始注重方誌在保存地方資料上的重要性

及其教育功能。1929年12月，國民政府內政部頒佈

了〈修誌事例概要〉，要求“各省應於各省會所在地

設立省通誌館”，“即由該館編擬誌書凡例及分類綱

目”上報內政部。由於政府的督促，全國各省普遍

建立了修誌局、館，着手編修通誌。（32）有了政府政

策的支持，一向注重傳統文化資料收集的耶穌會也

積極收集地方誌。

徐宗澤對於收集地方誌的重要性，曾經作過這

樣的分析  　

傳教於一地，當知一地的民風物產，政事教

化，以及文物制度，天文地理等；居斯土而不知

斯土的歷史地理，是君子之所恥。（33）

他認為傳教士如果能瞭解地方上的風俗人情，那

麼就會既可以與上層的紳商討論地方掌故，也可

以與下層的農民談耕種、鄉村的物產等，這樣可

以拉近與地方人士間的關係，有利於傳教；而且

地方誌中都開闢有宗教一欄，教士們應該注意收

集整理教會資料，便於天主教的史事編入誌書，

“許多教會的事，一經載入縣誌，非特為將來，有

歷史的考據，為教會，有公文的保障。”（34）當然

徐宗澤在注意到參與地方誌的編撰與整理有利於

傳教之一目的同時，也再次強調了公教會一向注

重文化研究這一特色，“天主教是文化的宣傳

者；文化的使命，是傳教士人人負之；文化的種

類，當依時地之所需要而選擇為之。我國的誌

書，是我國歷史上的特殊書籍，有其特殊的價

值，有研究的必要；而這研究的工作，又在傳教

士的手中，人人可以為之。”（35）

如今，幾經翻修的徐家匯藏書樓已經不是悉

日的模樣，但走進藏書樓內部我們仍能透過保存

閣樓書架領略其古樸、典雅的風韻，那些早已泛

黃的中外典籍閃耀着先人的智慧和收藏者不懈的

追求。

小　結

以上分析了徐宗澤作為歷史學家的四個比較突

出的貢獻，即編著《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明

清耶穌會士譯著提要》，收集整理徐光啟資料，擔

任徐家匯藏書樓期間所開展的工作。其實，徐宗澤

對中國天主教歷史的研究，不僅僅表現在這四個方

面，他在《聖教雜誌》上還發表了很多有關教會歷史

的長論。（36）總體而言，徐宗澤作為一個歷史學家，

他堅持的是一種教會歷史觀，對於很多歷史的叙述

評價都是站在教會立場來進行的，這是徐宗澤著史

的一大特點；希望通過弘揚明清耶穌會士們所取得

的巨大成果來讓更多的人瞭解天主教，欣賞天主

教，進而信仰天主教，也是徐宗澤著史的目的所

在。但是瑕不掩玉，徐宗澤憑藉紮實的學術功底所

做的大量中國天主教史資料的整理工作，在近代也

是很少見的，它們給現代學者從事相關研究提供了

很多便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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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王治心撰，徐以驊導讀：《中國基督教史綱》，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04年 4月，頁 11。

（2）“1913年，英斂之在北京宜靜園創立‘輔仁社’，招收教中

子弟研究國學，時馬相伯、陳垣多與聚首，所擬習題有

‘太古同源考’、‘元也里可溫考’、‘清四庫總目評論教

中先賢著述辨’等，開天主教在華史研究之先聲。 1925

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允許建立輔仁大學以後，天主教傳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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